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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1857～1936)是英国著名约哲人科学家，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

早就为国人熟知。本文集中分析和梳理了他的优生学思想遗存，在肯定其某些启发意义约同时，着力批评了

他沿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下滑，陷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却殖民主义的泥沼。 

优生学(eugenics) 是借助遗传手段改善人类素质的学科。它认为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都是可以遗传的，应该制

定某些措施和采取某种步骤，保障人种不断进化。优生学作为一种学说和社会思潮，自1900年之后在英、

美、德、俄等国的影响日渐增长，但由于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将它与不自觉的种族主义区别开来，因而一度倍

受人们的怀疑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口暴涨刺激了人们对人口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提高的关注，优

生学的真正意义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在优生学方面，皮尔逊从柏拉图的优生和民族纯化观念中受到启示 ，

立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借鉴了高尔顿的研究进路，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优生学理论，并设法把它们普及

到公众、影响到当权者，从而使优生学从思想走向实践。 

皮尔逊在把生物学观念应用到人时，特别是在为优生学谋求理论基础时，特别注意这样三个证据：人变异，

这些有利的或不利的证据被遗传下去，它们被选择。他感兴趣的特征有三个，即身体的、病理的和心理的特

征。([3]，p.26)他认为从雄辩的断言到统计的证明是优生学的特色，并把下面三个陈述作为优生学建筑物的

基础的砖块：我们离开旧的社会学，在这里抛弃了语词讨论而代之的统计事实；我们应用实际上形成新计算

的新统计法；我们从三个基本的生物学观念开始。这三个观念是：第一，本性(nature)和培育(nurture)的相对

权重不必先验地假定，而必须科学地量度；迄今我们的经验是，本性比培育占优势，遗传比环境更重要。第

二，可以表明不存在获得性性状的遗传。环境更改现存一代的身体性状，但并不更改下一代出生的种质

(germs plasm)。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在许多被提供的种质中决定哪一个将是可能诱导的选择，哪一个依然

是潜伏的。第三，所有人的品质以显著的、可能同等的程度遗传。他指出，如果这些观念表述了实质性的真

理，那么优生学家就不能希望通过培育和教育创造新的种质类型，而只能通过选择的环境得到最有助于种族

幸福和民族进步的类型。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皮尔逊提出了他的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在大量人中的遗传像在其他生

命形式中那样是相同的，这种遗传覆盖了身体的和心理的特征。也就是说，进步所依赖的体格(physique)和

“心格”(psychique)都是可遗传的。我们不知道未来社会最好的类型的入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健康、心智

健全、理智能力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我们也知道健康、心智健全、诚心诚意和能力

是遗传的特征。于是，培育和教育虽然可以直接地有助于社会机器，但必须被一代一代地重复，而且这样作

并不会减少坏血统的产生。只有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选择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因此，致力于通过环境变化而

改进种族的立法不仅可能是无效的，而且可以肯定是有害的，倘若它的结果是修正选择行为的话。  



由于充分认识到民族的伟大依赖于健全种族的生育率，坏血统的增加会使民族停滞或退化，民族的稳定性基

本取决于较适者血统比不适者血统的生育显著为多，所以皮尔逊的优生学理论包含否定的(消极的)方面和肯

定的(积极的)方面。他倡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提供下一代的入是共同体中的最好的血统，使有能力的

人在总人口中占有足够的份额。对于不健康者、智力有缺陷者、不诚实者的生育，应该通过习惯和立法加以

抑制；而对于健康的、心智健全的、诚实正直的人，应该以各种方式鼓励其多生育。（〔5〕，p.103）他同

时强调，优生学囊括了双重观念，即出生良好和培育良好。它除研究如何通过自然选择和社会控制促进良好

出生外，也要研究良好培育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不良出生，不良培育在多大程度上消灭良好出生的有利条件。

他在诠释高尔顿的优生学定义——“民族优生学是研究在社会控制下可以改进或削弱未来数代入在体力或智

力方面的种族的素质的动因”——时指出，“民族优生学”表明优生学基本上是民族的，因民族不同而异，

因为各民族的素质是不同的，比如不能径直的、整体地用英国人的智力习惯交换德国人的勤奋、法国人的清

楚表达或东方人的丰富想像力。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优生学研究，对一个民族

为真的东西对第二个民族来说并非必然为真，在一个民族中适用的社会控制在第二个民族中也许毫无作用。

“在社会控制下”意味着至少存在着可能性，某些改进或削弱种族素质的动力因并未处在社会控制下。它还

暗示，要从科学可能性的立场和人的实际的政治和认识二者衡量社会控制的限度。“种族的”特征可以理解

为许多世纪选择的特征，是代代相传的特征，我们需要考察通过选择固定、通过遗传传递的素质的范围。

“体力的或智力的”表明高尔顿深信，这两种素质都是遗传的。  

皮尔逊充分认识到优生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在他的心目中，优生学作为一种学术 

研究是非凡的，在大学实验室所获取的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国家是有最高的价值(〔7〕，p.26)。 

他把优生学比作生命科学的盖石，盖石在每一幢大楼中虽则不是必要的，但在结构上却是最重要的块料：他

说， 

优生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分支不仅仅在于它要求以训练为自己辩护，这种训练同时把我们带入生物学概念的

新世界和精确的定量分析的较古老的世界。它也在于为重大约社会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基础，依今日比较有思

想的男人和女人之见，未来民族进步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保护措施就立足于这些问题的恰当而

迅速的解决。（〔4〕，p.39） 

他还特别指出，在所有的社会工作和立法行动中，如果改革者和立法者不了解或不注意遗传原理和优生学的

知识，那么真正的进步是不可能的([5]，p.94)。 

然而．事态的发展很难使皮尔逊满意，民族退化的危机更使他忧心如焚。他注意到，优生学正在迅速地被无

数“狂热者”攫取，用来作为宣扬他们怪异“狂想”的旗子，作为推进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的灵丹妙药。优

生学的歪曲的形式在圣诞年出现，它也许将进入圣诞童话剧，并最终进入幽默插画杂志《笨拙》周刊。([7]，

p.3)他看到，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人们并没有成熟地认识到，健全的血统对未来公民的重要性。他

们至多把优生视为家庭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优生对整个民族的意义，对共同体的责任。其结果，社会对劣等

血统的繁衍没有任何控制，也不进行体格和大脑的检查。相反地，共同体中具有一定生活水准和能力的人为

了个人的舒适，而又推迟结婚和满意小家庭。统计表明，知识阶层、有才能和才干的劳动阶级和手艺人的家

庭比五十年前显著地变小了，但是社会底层的家庭依然如故，从而使社会正在趋近危机，使民族牺牲未来。

皮尔逊洞察到，民族的这种退化不是由于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因为生活条件无疑比五十年或—百年前要

好。它是由这样两个事实引起的：1．自然选样的行为基本中止了，从而加速了在体力和智力上不健康者的繁

衍。2．在共同体中，健康者和不健康者的相对生育率自1877年以来广泛地改变了。一百年前你若抓住一个无

赖便可处死它，当今国家还得为他提供施粥所和过夜处，任他随意繁殖他的那类人。(〔5〕，

pp.28,30,72,101)

与此同时，皮尔逊也注意到统治者和立法者对民族优生的忽视乃至无视，他们认识不到脑力和体格的缺乏是



能够降临到一个民族头上的最大不幸。他反问道：我们有多少统治者知道脑力和体格不是随意地散布在人口

中间，他们在无论何时需要它们时不能够抓到它们呢?我们的立法者奇怪地对马和牛的法律和育种感兴趣，但

是他们之中有谁从自然史的立场考虑家庭立法呢？力量是今日民族繁衍的特征，明天虚弱必将取而代之，我

们的政治家记住了这一点吗? 在这些重大的有关民族前途的问题上，我们的肉食者却听之任之．致使优等血

统中的出生率日渐降低。这样一来，当我们需要脑力和体格时，我们将找不到它们必要的储备。要知道，脑

力和体格的发达是民族兴旺的标志，因为民族之间的生存斗争并非被安排得有利于最大的民族，或有利于武

器精良以及物质资源丰富的民族。必须高瞻远瞩，看到民族的风险，时刻充满危机感。（〔5〕，pp.56～

58,12)他呼吁国家在优生问题上应该有声音，应该用强大的舆论和律令制止坏血统把痛苦传结下一代，把无

效率的公民留给国家，否则就是给社会抹黑，对民族犯罪。  

面对此情此景，皮尔逊认为应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人手。科学研究者要把优生学作为一门精密科学来研究，

从中找出定律(如有可能就唤醒他的同胞对定律存在的道德心)。对于民族优生学问题，一般的社会理论没有

用处，口头评判、讨论或巧辩没有用处，哲学推理没有用处。我们需要观察、测量和记录 ，需要用精密科学

的方法分析。他十分不满意社会改革、政治运动、民族福利处在学术研究领域之外，不是精密研究的对象和

课题。为此，他提出优生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的三原则： 

第一，现在能够有精密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它像任何其他活着的有机群体一样 

服从严格变化的定律。 

第二，社会改革必须为自己辩护，但不是通过雄辩，也不是逼过诉诸无知的激情，而是通过表明所提出的改

革不仅有助于即时的、而又有助于未来的民族福利来为自己辩护。 

第三，正如我们努力阐明的，只要我们没有确定本性还是培育在决定下一代人的特征中是更重要的因素，几

乎任何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是不能够达到的。  

由于日益增长的文明阻止了作为民族纯化者的自然选择，而有效的社会控制又末建立起来，因此皮尔逊迫切

感到，必须使优生学从科学走向实践．从知识走向行动信条，从而真正实现民族优生的目标。他呼吁通过社

会舆论和立法行动来解决问题和摆脱危机。为此，他身体力行，和同行一起，把优生学的主旨以及在实验室

通过艰苦研究得出的结论写成科学入门式的小册子，以适合一般读者的非专门语言陈述出来。从而力图使公

众认识到，优生学对民族进步和国民福利有重大影响；对早婚和大家庭的流行感情是不道德的或反社会的，

必然导致民族退化；对不健康的、智力有缺陷的和犯罪的血统的社会感情必须大规模地修正，应该确认他们

的独身，谴责与他们结婚的行为，给他们灌输生育的羞耻感；必须设法为提高较适者的生育率创造条件，使

他们了解这样做是为了民族的繁盛和未来。（〔5〕，pp.102,105,28．）他希望通过科学普及和舆论宣传能提

高公众的水准，唤醒同胞的良知和良心，既能理解人的遗传、变异、选择和繁衍与种族效能和进化(及退化)

的关系，又能在关乎民族健康和福利的性生活上改变风气。他指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从最年轻的伙伴

日本人的精神中，从最古老的伙伴犹太人的实践中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他们在种族维系和改良方面采取了

宗教祟拜的形式。([3]，p.44) 

另—方面，皮尔逊强调，政治家的职责是在认识优生学原理和意义的基础上，发现、制定和实施社会疗法，

例如制定一定的体格和智力标准，用法律限制劣等血统的生育，改革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等等。他建议政治

家不要被一个负担过重的阶级的直接需要所左右，也不要被在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喧闹和呐喊所鼓动；他应

该把共同体看作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并从整个民族和社会的利益来处理阶级需要和群体呐喊。他们的责任是

在国内减少内斗和内耗，设法使社会同情和国家帮助不致被引向好血统和坏血统以相同的比率增加的方向上

去（〔5〕，p.56） 

皮尔逊承认，对同胞的同情或怜悯是人的进化的产物，是人的最高尚的行为。([7]，p.18) 

而且，我们高度发展的同情心将不再容许我们目睹民族本身借助粗鲁的自然选择来纯化。我们看到痛著和遭



难只能去解除它，而不询问受难者的道德品性或者他的民族的和种族的价值。这是权利——没有人为他自己

的存在负责，他无法控制的本性和培育使他成为现在的存在——健全的存在和不幸的存在。但是，科学却不

得不在这里告诫人们记住他们对种族的责任和社会良心，从而要姑且承认缓期执行的举措。皮尔逊要求把所

有的同情和善意组织和引导到促进民族实力的路线上，而不是导致民族径直走向毁灭，用有意识的民族纯化

代替无意识的宇宙过程。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在阻止民族退化中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优生学不仅必

须给柏拉图的立法者提供赖以采取行动的事实，而且必须使公众确认在没有专制主义的情况下尝试温和的净

化的可能性。([8]，pp.37,38,25)他极力表明，他并末倡导恢复吊死劣种，也不会提出停止在医疗上帮助体力

和智力不健全者，而是要设法限制和阻止他们的繁衍。他提出在判断社会行为时，例如在判断慈善的合适性

时，必须打听一下家世或血统。怜悯和帮助弱者，但是务必记住，当任何慈善组织或社会机构容许在身体或

心智上不健康者无限期地繁殖时，它就是对民族的犯罪。（[5],pp.104,94）他觉得高尔顿把这一点表达得再好

不过了：  

优生学信念把慈善功能扩展到未来各代人，它通过全盘地对待家族和社会使它的功能变得比迄今更如渗透，

它通过严肃地注意未来后代的素质而增强了婚姻契约的重要性。它严格禁止有害于种族的情感施舍的所有形

式，尽管它紧迫地为人的善意行为寻求机会,以作为对失去它所禁止的东西的等价补偿。简而言之，优生学是

一种强有力的信条，充满了希望，并诉诸我们本性中的许多高尚情感。([3], p.45) 

在民族优生学领域，皮尔逊似乎鲜有或少有阶级偏见。他认为，我们的议员和我们在艺术、文学、商业和科

学中的人物大多数来自知识分子阶级。能力大部(而非全部)在于血统这些血统在长期的社会进化中形成高层

的社会阶段。主要的有能力和有才干的人大多是有才干和有能力的双亲的产物因此．耍使知识阶级保持高出

生率。但是，他也注意到，不少最好的知识分子出身于非知识分子阶级，要用每一张网为民族的目的网罗和

训练有能力的人。(〔5〕，pp.71～72)在鼓励多生育问题上，对实际的和节俭的劳动阶级与专业阶层和商人阶

层一视同仁，并强调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具有实践能力的和有头脑的工人有增殖后代的条件([5]，pp.30～31)。 

毋庸讳言，皮尔逊却是一个坦白的、露骨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 ，乃至殖民主义者。他早在1892年就认

为人道主义或人类的休戚相关并不是在所有场合对所有人都存在的，只是针对面对自然和人的野蛮状态而斗

争的欧洲的文明的人种而言的。他为所谓欧洲文明人的下述殖民主义的呐喊大加辩护：“整个地球是我的，

没有一个人将非法阻止我去它的任何角落。”在他看来．没有一个民族会拒绝发展它的智力和体力资源，白

人的智力和体力不应该休闲。另一方面，美洲、澳洲、非洲的土著人也不应听任其地域无资格统治，听任其

资源未开发。有色人种的部族既不能为人类的最大利益利用它的土地，也不能把它的份额贡献给人类知识的

公共库存，这实际上是对人类资源的浪费，因而能干而健壮的白种人应取而代之。对此感到遗憾是一种虚假

的休戚与共观点，是软弱的博爱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 

在后来出版的优生学小册子中．皮尔逊的极端观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称赞白人的文明是依赖于自由的白人

劳动的文明，并断言白种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痛苦的、甚至是骇人的生存斗争给我们的好处在重要性和价值方

面远远超过它的直接罪恶。印第安人对世界的成果和思想实际上没有什么贡献，与此不同，我们拥有一个伟

大的国家，拥有许多技艺的霸权，能够以它富于青春活力的想像和新鲜的不受限制的推动力为文明人的共同

存储作出许多贡献。他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看作是伟大文明排挤掉劣等种族的成功例子。他在回顾欧洲历史上

优等种族驱赶劣等种族的诸多例证后表示，正是火坩埚才能炼出精良的金属。而在化剑为犁时，人类将不再

进步，将没有办法抑制劣等种族的繁殖，无情的遗传规律将不受自然选择的引导和控制。于是人格变迟钝，

大祸将再次临头，饥荒和瘟疫以及物理选择将取代种族对种族的斗争，比古时更无情地起作用。（〔5〕，

pp.24～27） 

皮尔逊通过否认普遍的同情心为种族斗争的残酷性辩解。他说，有人告诉我们，他觉得对所有人应该同情，

他没有亲属感，也没有爱国感情，他爱南非的卡菲尔人(Kaffir)就像爱他的兄弟一样，这种人也许在欺骗他自



己。如果他讲的是实话，那么这样宽宏大量的人的民族将会停滞；它在民族斗争中不能幸存，它不能成为争

夺中的一个因子，而人类进步最终依赖于争夺。皮尔逊在辩解时，还为他的种族主义戴上了“民族精神”的

桂冠。他说，民族精神并不是一件使人感到害羞的事。如果民族精神仅仅是杂耍剧场的赘疣，或者是对外国

人优越的无知断言，那么它就是荒谬的，甚至可能是全国性的危险。但是，如果它能把民族结为一个整体，

使它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变得能够在世界起作用，能够在战场和市场上满足它的同胞，那么它就是一种十分优

秀的精神——确实是最高形式的社会的即道德的本能精神。(〔5〕，pp.52～53) 

皮尔逊的谬误不用说失之于他的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种族对种族、人对人的斗争是科学的生活观，

是人类进步的基础；民族不管是用武力，还是用贸易和经济过程的力量进行斗争，并非完全是坏事，它是整

个世界史上人类进步的源泉。(〔5〕，pp．49；43)而且，他的错误观点也反映丁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

英国工业和贸易垄断地位丧失，积极对外推行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和现状。他极力反驳强者胜、弱者

损无美可言的看法，坚持反对停止掠夺世界其他民族未充分利用的土地、中止在世界市场竞争的主张。他反

问道：我们数百万工人的工作和生计依赖于来自殖民地的原材料，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我们放弃争夺贸易

线、自由市场和未开垦的土地，那么我们就间接地放弃了我们的食物供应，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的力量依

赖于这些东西以及殖民地，我们的殖民地是通过驱逐劣等种族赢得的，仅仅靠同等种族对我们帝国目前强权

的尊重才得以维持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战争或竞争减少了对中国贸易，如果收成或大洪水抑制了埃及

或美洲的棉花输入，那么正是兰开夏 的工人感到重压。我们停止在民族之间斗争之日，就是国内工人大灾难

临头之日。既然我们存在着,我们就不能放弃斗争。有思想的工人和真正的政治家，都要力图保持我们使未被

利用的资源——尽管它们在非洲或在亚洲——发挥作用的权利，那怕因我们的强权过度紧张而要冒鲁莽的风

险。皮尔逊向他的英国听众这样概括他的所谓的“科学的民族观”和“人类的自然史观”： 

你们将看到我的观点——我认为它可以被称为科学的民族现——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观点，即保证它的成

员基本上从较好的血统得到充实而达到内部的高效率，通过争夺、主要通过同劣等种族和同等种族就贸易路

线、原材料和食物供应的来源而斗争的战争方式而达到外部的高效率。这是关于人类的自然史观，我不认为

你们能够在它的主要特征上推翻它。你们中约一些人可能拒绝承认它，但是你们实在不能够研究历史而无视

它的力量。([5]，p．46～48) 

皮尔逊的上述言论已充斥着殖民主义的腔调。他还鼓吹说，为斗争而组织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

不是优等种族和为优等种族作奴隶劳动的劣等种族的混合，为此必须组织白人移民到殖民地，以形成新的力

量源泉。他建议英国政治家限制共同体内部的斗争，以便使它在对外斗争中更为强有力。在共同体内部，不

要使阶级差异、财富差异和教育差异拉得过大，以免失去共同利益感。如果一个民族的许多胃只能喂得半

饱，它的许多大脑未受训练，那么它就不能成其为一个强大的高效的民族。([5], pp.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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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ism)理论认为，人们在遗传上的体质特征同个性、智力、文化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从而认为一些种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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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开夏(Lancashire)是英格兰西北部一郡，曾利用水力发展起棉纺织业，十八世纪末该产业就成为当地的经济

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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